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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佛教所有的宗派中，以江南天台山为中心根据地的天台宗是最具代表性的，这是唐宋以来就有的看法
。该宗倡导理论与实践并重——“教观双美”，而且秉教修行，随文立观，从粗显妙，直至最后法身理地，莫不清晰明了，次第演进，普摄群机，极具操作性。相比之下，其它宗派则相形见绌，如禅宗尽管修行实践出色，教理阐述略显欠缺；六祖慧能（638-713）一系的南宗禅更以不立文字、直逼“向上一着”为能事。以后虽有“公案”迭出，但对一般人来说，无异于看“天书”，难得要领。或者多半是随意玩弄机锋公案，以为得道，实质流于口头禅，害人害己。至于密教，由于深含过多的神秘色彩，择器不易，难为汉族地区大多数人所认可。而华严、法相二宗俱以佛学理论的博大精深见长，禅观又相形不足。华严的源头虽以禅开启，如杜顺（557-640）以禅观之力，证得“华严三昧”而奠定一宗的根基，并撰《华严五教止观》、《华严法界观门》等禅籍，但自智俨（602-668）起，即渐向教理方向拓展，至法藏（643-712），则已集华严教理之大成。玄奘（602-664）精于译事，窥基（632-682）专以探求法相为业，他们皆疏于禅修，以致影响到后学。还有，因囿于琐碎的戒律条文，律宗的劣势也非常明显，既没有行禅方面的显著成就，高深的佛学义理又与之缘份有限，所以，其影响历来难以超出僧伽的范围，故衰落最早，也最快。比较特别的是净土宗，它没有深奥的教义可供“炫耀”，也缺乏严密的宗派传承系统，结构松散，平淡朴实，但却因以简单易行的念佛法门为日常功课，契合广大平民阶层的实行，所以赢得的信徒最多，成为我国佛教平民化特征的重要体现。后来，连一向自视甚高的禅宗也感到压力，不得不借助净土宗的某些教义与做法以充实自己，从而形成“禅净双修”的宗门特色。

　　问题在于，既然与其它宗派比较天台宗有着不可多得的独特优势，因而也是最能代表中国佛教的显著成就，但却为什么其影响力在智者大师短暂的辉煌之后反而不如禅宗、净土宗那样持续兴隆而日趋式微呢？ 要想弄清天台没落的深层原因，必须从宗派内部因素、外缘条件两个方面的考察入手，进行全方位的深入研究，才有可能得出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天台之衰的内在因素

从佛教宗派内部演变的历史轨迹来看，天台宗的走下坡路是从智顗（538-597）入灭之后开始的。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缺乏大师级的传承人才。关于这一点，有智者在石城示寂前写给晋王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605-616）的遗书为证。在这份遗书中，智者一再悲叹，慧命难续，泻瓶乏人。其中说道：
　　　 欲以先师禅慧授予学人，故滞留陈都，八年弘法。诸来学者，或易悟而

早亡，或随分而自益，无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断种。自行前缺，利物次虚，再负先师百金之寄。……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时，愿逢外护。初蒙四事，既励朽年。师与学徒四十，余僧三百许，日于江都行道，亦复开怀，待来问者。倘逢易悟，用达王恩，而不见一人求禅求慧，与物无缘，顿至于此！谬当信施，化导无功。……又作是念，此处无缘，余方或有先因。荆潭之愿，愿报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许。于湘潭功德，粗展微心，虽结缘者众，孰堪委业！初谓缘者不来，今则往求不得。……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余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不能和谐得所。……复许东归，而吴会之僧咸欣听学。山间虚乏，不可聚众，束心待出，访求法门。暮年衰弱，许当开化。今出期既断，法缘亦绝。在山两夏，专治玄义；进解经文，至佛道品。为三十一卷。将身不慎，遂动热渴。一百余日，竞疾治改。际此夏末，虑有追呼，束装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比荧光，早希进路，行过剡岭；次至石城，气疾兼笃，不能复前。……

由上可见，智者将自己如何寻找传法人才而未能如愿的前后经过，以及受托撰述《维摩诘经玄义》和应召仓促起程以致病情转笃的状况描述得极为详尽，其凄苦无奈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催人泪下。其如此表述，一方面是为自己以往的所作所为做一番剖白，以示高风亮节，清净无瑕，消除杨广之流内心的疑虑。同时，这些文字也是智者当年弘法经历的实录，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对于我们研究天台宗的生存环境和内部发展的真实状况是深有助益的。

通过对引文的解读，我们不难论定，智者的门下虽然很多，但堪为法器者，至少在他眼里是没有满意的人选。灌顶（561-632）并非智者生前指定的接班人，而仅仅是他的侍者。尽管后来灌顶曾竭尽全力，将智者所有的著作整理面世，是其佛学理论的主要保存者和推广者，为天台宗日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从此意义上说，他又是智者思想的实际继承人，像后世台宗人所认定的那样，是可以接受的
。问题是，智者灭后灌顶不但没有能够成为象征天台兴旺发达的国清寺（前身为天台山寺）的住持，而且处境艰险，历经磨难
，使天台思想的发扬光大受到了严重制约。同时，作为担任住持的智越同样也不是智者指定之人，他对天台宗的贡献也仅限于守成而已，遑论发展。

其次，从天台宗的历史脉络考察也可以发现，该宗接班人的培养似乎一直非常不顺利，从创始人慧文传法慧思，是单传。慧思（515-577）本人选中智者，也是单传。虽说佛法的慧命得以延续，是他深感欣慰的，即所谓远昔在灵山同听《法华经》，宿缘所追，今生相遇。但在入灭时，他想继续寻找荷担如来家业之人，却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原因很简单，止观的修持，不仅费时长久，方有成效，对修持者的信心与耐力都是严峻的考验，而且又往往与苦行相联系，令人不堪。慧思与智者均为非常人也，吃苦耐劳，不在话下，不独以头陀行著称，且又能忍受长时间的煎熬与磨练，终有所成
。慧思在临终前，连日说法，苦切呵责，闻者寒心，他尝对众门徒说：

　　　　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华、般舟、念佛三昧、方等忏悔，常坐苦
行者，随有所须，吾自供给，必相利益。如无此人，吾当远去。
然而，他得到的结果却是令人难堪的沉默，因为“苦行事难，竟无答者”。于是，慧思不得已，含泪“屏众敛念，泯然命尽。”
明显是自闭心门而亡。至于智者自己也是在汲汲奔走，到处物色接班人，但如上所述，也始终未能如愿。智者之后，从灌顶开始，中经智威（？-681）、慧威（634-713），直至玄朗（673-754），在前后两百余年的历史中，基本是单传，仅维持佛法慧命的延续而已，故而被后起而又受到朝廷扶持的法相、华严等宗派的势力所掩盖，处于黯然不彰的境地。所谓“自缙云（指智威）至左溪（指玄朗），以玄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
梁肃《止观统例》也说“当二威（智威、慧威）之际，咸授而已，其道不行。天宝中，左溪始弘解说，而知者盖寡。”
正是这种默默无闻情形的真实表述。

待到荆溪湛然出世，因于教、观两个方面均有出色成就，从而使天台宗呈现短暂的中兴气象，赞宁《宋高僧传》所说“顶（灌顶）再世，至于左溪（玄朗），明道若昧，待公（湛然）而发。乘此宝乘，焕然中兴。”即指此而言。经过湛然（711-782）多年的苦心经营，使天台得以与华严、法相、禅宗等派别分庭抗礼，名闻遐迩。但遗憾的是，湛然同样面临着后继乏人的问题，虽“受业身通者三十有九僧，缙绅先生高位崇名、屈体成教者，又数十人”。
且传行满（一说传于道邃），再传广修（？-843），但乏龙象之才。不得已，湛然又将止观经验传给一位在家居士——士大夫梁肃（751-793）。惜梁氏早亡，仅留下一部《删定止观》传世，让人感叹不已。后值“会昌法难”，台宗声势骤衰，教典多遭湮灭，止观的实际传承系统又陷于中断。

再次，天台本来的长项在于“教观双美”，为他宗所不及，如果仅突出其中之一，势必成为“跛脚”。然而，智者之后，“明道若昧”，本有的教、观两方面的优长未能显发出来，这种现象直到湛然始有改观。更为严重的是，迫于当时华严宗、密教、法相宗、净土教等宗派思想发展的形势，湛然也不得不有偏于教理方面开展的倾向，比如，他在总结台宗的特征时说过：

天台以《法华》为宗骨，以《智论》为指南，以《大经》（《涅槃经》）为扶疏，以大品（《般若经》）为观法，引诸经以增信，引诸论以助成。

在此基础上，与他同时代流行的《天台五义分门图》对于教理方面又有不少发挥。天台宗后来的发展没有能够继续遵循智者原有的路线，导致修行实践特色的逐步暗淡，也是重要原因。如前所述，在教理上天台有着独特的长处，无论是“五时八教”之判，还是“三谛圆融”之说；也不管是“一念三千”抑或是“性恶”之论，均因为内部鲜有得力的人才，加上外部其他宗派势力的不断蚕食，没有能够在佛教界内部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而得到最大限度的弘扬，如原为湛然弟子的澄观（738-839）的出走，他吸收天台思想，加强华严宗教义的理论深度，后来成为华严宗的第四代祖师，也显露出天台缺乏吸引力的严峻现实。所谓“自行销磨，没入他宗”，不能突出自家门风，等于是丢弃自家宝藏，而拾人牙慧。
此外，他宗思想的渗透，也使得天台左支右绌，难以维持宗派固有的独特形象。这种现象在湛然时就已存在，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引入了《大乘起信论》式的本觉思想——真如缘起，来论证其《金刚錍》的主要观点，如借助华严宗法藏《起信论疏》中的“随缘义”运用于解释他的《止观大意》。其中说：“随缘不变故为性，不变随缘故为心，”又说：“万法是真如，由不变故；真如是万法，由随缘故。”依湛然之意，常住的真如与变动不居的万法是一体的，也就是说，万法无非是真如的全体显现，有情无情均在万法之内，亦即同一真如。如同水波，虽有清浊之分湿性却无彼此之别。用以说明“无情有性”之义，即是明显的例证。
这种渐改旧观之举，既有使得智者更多地来自中观、智论思想的“三谛圆融”的精神内核为实践本觉心性所取代的危险，同时，也被台宗的后来者（如宋代“山外派”）看作是他吸取华严思想的重要依据，而加以仿效，进一步强化了沿着教义化开展的趋向，从而偏离智者以来所一贯奉行的轨道，越走越远。

进入唐末五代之后，全国战乱，仅吴越一带尚称太平。吴越王钱氏“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数百，旧朝又以爱子为僧”。
对佛教的支持非常明显，同时扶植天台宗，针对教观著作残毁严重的实际状况，“吴越王俶遣使之高丽、日本求之。至是，高丽遣沙门谛观，持论疏诸文，至螺溪谒寂法师（净光义寂）。一宗教文，复还中国。螺溪以授宝云（宝云义通），云授法智（四明知礼），法智大肆讲说，遂专中兴教观之名”。

由于湛然的示范作用以及时代因缘的增上，进一步推动了天台偏重于教义的方向发展，其中山外派的代表人物慈光晤恩（912-986）、奉先源清、梵天庆昭（912-1017）、孤山智圆（976-1022）等人接受华严、法相宗学说的影响，而主张天台的观心法门是真心观，即以心性真如为观照的对象，连带主张真心无性恶、真如随缘而起等理论。也终于引起山家派知礼及其门下的强烈反弹，彼此围绕着天台教观与华严思想等相混淆的问题，进行了三次大论战
，往返辩难，前后耗时七载，如果将其后学的论辩也算在内则达数十年之久。这场义学运动的结果是“山家派”胜出，基本达到了清理门户的目的。

从保持天台的宗派纯洁性而言，四明知礼（960-1028）的清理门户之举十分必要，至少遏止了“山外派”过多地吸收华严、禅宗思想“没入他宗” 而失去自身主体性的发展势头。然而，其副作用也在于此，天台教籍东归本是大好之事，但如果因此一味在语言文字上多费口舌，从而丢掉止观这个根本导师，反而造成原先的看家本领丧失殆尽，令人扼腕。

知礼一生著述宏富，有《金光明经文句记》、《观音别行玄义记》、《十不二门指要钞》等数十部，其教学精深玄奥，非经年累月之力，无以窥其门径。后学广智一系继续发挥师说，盛行于南宋时代。

此外，慈云遵式一系虽重在实践，行忏愿仪式，杂以净土法门，但其发展声势不及“山家派”雄健，影响力有限。所以，北宋的元照（1048—1116）在绍圣二年（1095）曾发出如此沉痛的感叹：
……奈何叔式寡薄，驰走声利，或胶固于名相，或混淆于暗证，其书虽存，而止观之道篾闻于世，得不为之痛心疾首哉！

此后，每况愈下，弘扬天台诸祖皆以教理示人，于止观内证鲜有着力者，一部《摩诃止观》，自从“荆溪（湛然）灭后，知其说者适三四人。……今夫学者，内病于蔽，外役于烦，没世不能通其文，数年不能得其益，则业文为之屡校，梏足也；棼句为之簸糠，胖目也。以不能喻之师，教不领之弟子，止观所以未光大也。”
因而自宋以后，山内、山外两家无不以天台教理作为弘扬的中心内容，从而使佛教界公认将台宗与华严、法相二宗一起被归于“教下”，而与“宗门”（禅宗）区别开来。

再者，若与其他宗派比起来，天台教观并举，明显有“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嫌，加上修行成本过高——从最初的“二十五方便”开始，到“十乘观法”，进而修“四种三昧”，直至觉悟“三谛圆融”、“一念三千”才行，而且又得与一般中土僧侣畏惧的苦行方式相陪伴，少则数十年，如智者；多则两辈子，如慧思，才能达成最后漫长成佛进程中的部分成果——“五品弟子位”和“铁轮位”，
未免让人极度悲观而丧失精进不懈的信念。所有这些，都与国人喜好简约易行、讲究速成、缺乏踏实修行的根性背道而驰，既比不上禅宗表面的机锋短语，扬眉竖目，来得直截痛快，又没有净土宗临终时刻的“横超三界”来得快速而稳当。因此，难以在短时间内显现其自家使出“绝招”所带来的神奇效应，因而对于喜好急功近利的群体来说，形成接班人的危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上述论证可知，缺乏理想的继承人和止观修习之浸微，以及中后期偏重于教理发展的倾向，是导致天台宗走向没落的三大内在原因。
外部因缘对台宗的影响

天台宗的疲弱不振，除了内在原因之外，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也同样不能低估。尽管这些是属于辅助性的，但有时也会因缘聚合，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总括起来看，这些因素主要也有三个方面：

其一，由于唐朝初年天台宗依然处在崛起的早期，根基尚未稳固，突然遇到隋王朝的灭亡，宗派势力一下子失去统治者的外护而深受影响。这种国家封建政权的无情更迭，属于不可抗拒的巨大变故，使该宗在借助政治势力而得以发展方面遇到逆转与麻烦。本来，隋代文、炀二帝对天台尽管心存芥蒂，但为笼络人心，为其所用，至少表面上还是优渥礼遇，宠信有加，如“始则护庐山，主玉泉，终则创国清，保龛垄，而章安（灌顶）结集，十年送供。”
这些都是明显的例子，在社会上实际所起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入唐后，李氏朝廷隐隐的猜忌恐怕就此而来，因此，对天台宗的冷落就十分明显。比如，初唐以来，朝廷对三论、法相、华严、密教等宗派祖师均先后有不同程度的青睐，如唐高祖尊奉吉藏（549-623），太宗奖掖玄奘，法藏受则天武后优遇，“开元三大士”——善无畏（637-735）、金刚智（669-741）和不空（705-774）深得唐玄宗的恩宠，然而鲜有对在佛教界有着重要影响的台宗的眷顾，却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尤其是在吉藏故世之后、玄奘回国之前这段时间，佛教界任何一家宗派势力，均无法望天台之项背，但太宗始终没有向天台发出过任何表示。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天台宗前期的发展历经陈、隋、唐三个剧烈变换的朝代，由于智者与陈后主的特殊关系，而受到杨广的猜忌；又因为隋炀帝皈依智者成为“菩萨戒弟子”和后来对天台的支持，又触犯了唐王朝的忌讳，天台是两头不讨好，左右得咎，却又存在无法辩明事实的苦衷。所以，只能低调应对，韬光养晦，方为上策。

由此可见，在激烈变动的时代，佛教（尤其是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宗派）高僧们周旋于封建最高统治者之间，险象环生，既要保持宗教的独立性，又不可能不顾及到环境对自身发展的严重影响，如何处理得当，委实是颇为棘手的事情，天台宗的遭遇显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其二，在唐朝中晚期，乃至五代，亦即在湛然示寂后的180年间，佛教遭遇了两方面的空前劫难：灭佛和战争。除了禅宗之外，佛教义学宗派几乎无不一败涂地，天台宗也再度进入衰微年代。在此180年中，有百二十年是在唐末，即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起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止，凡五十四年，乃五代十国时期。期间，后梁的太祖篡哀帝之位，尔后诸国蜂起，即后梁（907－923）、后唐（923－936）、后晋（936－946）、后汉（947－950）、后周（951－960）五国。此后，依然篡夺继作，动荡不已。诸王之进退，前后竟达十三次之多！其中有八王被弑，割据长江南北的群雄，为数成十，各自称王，是为十国。这一时期兵戈不息，天下惨苦，民无所安，僧侣亦无学道之暇，寺宇颓败，讲学荒芜，天台宗自然也是衰微已甚，毫无起色。

在这些外部诸多的不利因素中，对台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唐朝历史上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与后来的“会昌法难”，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教籍散佚、僧无居所的严重窘况。比如，像代表智者一生主要思想的“天台三大部”――《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即遭安史兵残，灰飞湮灭，加上唐武宗（840-846在位）大规模的灭佛事件波及南方，又焚毁不少珍贵的教藏，国清寺亦被毁坏，使台宗的教学根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如《宋高僧传》所言：

天台教籍，会昌毁废，文义残缺，谈妙之辞，没名不显。

因此，“天台教于荆溪以后，经‘安史之乱’，至‘会昌法难’，亦甚式微”。
宋代遵式（964-1032）所谓“山门教卷，自唐季多流外国，或尚存目录，而莫见其文，学者思之，渺隔沧海”云云
，即指此也。尽管法难期间有天台志远的门徒元堪将天台教籍埋藏于墙壁之中，等到唐宣宗（847-859在位）上台，下诏恢复佛教时，才把壁中的书籍取出，讲学弘扬；又有玄灼于大顺初年（890－891）在洛阳宣说天台教观，门人甚至称其为天台十祖。但所有这些诸师学风不详，又不过是少数个案，规模太小，没有较大的影响力，而且到了五代以后，也就淹没了踪迹。中国佛教历史的发展表明，残酷的战争与灭佛事件对佛教义学的摧残往往是灭顶之灾，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

此外，对天台宗来说，还祸不单行，唐末农民暴动也直接给台宗的发展造成突然狙击，如黄巢（？-884）曾率兵两度进入浙江地界
，从而殃及天台的势力范围。尤其是浙江东部地区裘甫的暴动，又使得地处剡溪的台宗根据地直接受到损害。“剡寇求（裘）甫，率徒二千，执兵昼入。”
僧众不遑宁处，人心思散。所有这些，对于处于衰落状态中的天台宗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本来重视止观修习、“定慧双开”的特长不但无从发挥，反而在内部的衰弱不振与外界诸多变故的双重夹击之下丧失殆尽了。

其三，佛教其他宗派之间相互吸收对方教义以互补壮大自身的努力，也在无形之中对天台宗的生存空间造成挤压，迫使它不能固守既定的发展路线，扬长避短，发挥出原有的优势。正如唐代梁肃所描述的那样，“魔邪诡惑，诸党并炽，空有云云，为坑为陷。有胶于文句不敢动者，有流于漭浪不能住者，……有枯木而成定者，有窍号而称慧者，有奔走非道而撑权者，有假于鬼神而言通者，有放心而言广者，有罕言而为密者，有齿舌潜传为口诀者。凡此之类，自立为祖，继祖为家，反经非圣，昧者不觉。……”
其中指涉当时佛教界存在的种种不良现象甚多，但主要是针对华严、禅宗和密教之所为而发，显示出天台人对当时佛教界混乱状况的无奈与不满。

到了大宋王朝，对天台来说，情形也好不到那里去，佛教各宗各派之间，表面上相安无事，暗中的竞争却也难以避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在修持实践上，其它宗派纷纷强调简捷、速成，使得天台的按部就班、踏实修行的止观法门受到严峻挑战。唐末五代是南宗禅如日中天的时期，直至宋代以降，那种“诃佛骂祖”的行禅方式依然是佛教界的主流，僧侣们渴望速成，摈弃循序苦修，自以为忽有所得，去求个印证，便可以“立地成佛”。连文豪苏东坡（1037-1101）也指出当时佛教界流行的不正常现象，所谓“各宗其师，务从简便，得一句一偈，自谓了证。至使妇人孺子抵掌嬉笑，争谈禅悦。”
既然妇女、儿童都在谈禅，禅门表面的繁荣程度，由此不难想见。知礼也怒而斥责那种“邪解之师，别指一文，立为顿顿义；”而且“不禀师氏口诀，专执一句，即足之者也”。以为只须如此，便足以“直显心性”。同时，吸取净土宗的某些做法，形成“禅净双修”的发展势头。这种形势对于历来主张止观修行传统的天台宗来说，压力是不容小觑的。
随着佛教的深入民间，大受百姓欢迎的净土法门及其实践活动已成为佛教各家宗派竞相必修的“课程”， 包括竭力固守天台原义的知礼，也不得不以忏法（如法华忏、金光明忏、弥陀忏、请观音忏和大悲忏等）与净土法门相结合，甚至发誓要以“自焚”的极端方式，以期“毕命自要，庶凭最后之强缘，以作往生之定业”。虽然他的誓言由于受到外缘的强有力制约，未能如愿实行
。但这种誓以“往生西方”为期的宿愿，加上“结社念佛”的渐次推广，在整个世俗社会中所起的实际效果，对天台的提振作用几乎没有，反而多半是在为净土法门的弘扬“广而告之”，畅行天下，以至于天台人普遍以念佛往生为解脱之归宿
。如“山外派”晤恩在坐化前，即绝食念佛，宝云义通以往生极乐净土为目标，智涌了然示寂之前，集众送诵《弥陀经》而至西方世界。至于孤山智圆，则更是以净土为其一生之总结，晚年最后的著作就是《阿弥陀经疏》
。这些所作所为，说的好听是走“台净合流”之路，实际是净土宗的盛行进一步蚕食了天台的地盘，使得天台自身面目日趋模糊，终至于被“三教合流”的潮流吞没了。
（2）在教义上，吸取天台和其他宗派的长处，丰富自己，如华严宗就是如此作为。这样，在客观上使天台渐失独特性的面目。宋代华严宗在长水子（965-1038）的努力之下，择取禅学优长，推崇《大乘起信论》，遵循唐代五祖宗密（780-841）以来的思想主张，宣扬禅、教一致。以《华严》、《楞严》等经授徒，从学者几及一千，使华严宗再度兴盛，著《首楞严义疏注经》二十卷。在其后学时代，净源（1001-1088）住钱塘慧因寺，撰《金师子章云间类解》、《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原人论发微录》各一卷，又承其弟子义天（？-1101）的方便，使华严宗大行于海外，又从高丽（今朝鲜）送回用黄金书写的《华严经》的新旧三种译本，大大推动了华严复兴的步伐。凡此种种，使得天台人对宗派的前景感到极度忧虑，不得不为是否要调整发展方向产生严重分歧，如前文所述，所谓“山外派”接受华严教义的做法，引起与“山家派”多年的争论，正是这种形势在宗派内部产生作用的客观反映，外界汹涌澎湃的义学潮流，淹没了天台本来如摩尼珠一般的光芒，使其黯然失色。
结 语

尽管相对于其它佛教宗派而言，天台宗的理论成果和止观实践，实际价值无与伦比，堪为典范。但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却不具备像该宗那样兢兢业业、踏实修行的主观与客观条件，从古至今，国人希求简单易行，成效迅速的捷径，且又好高鹜远，不切实际，不屑于循序渐进、锲而不舍的努力。同时，又普遍存在畏惧长期苦行的情绪，因而难以吸引天才人物加入僧伽队伍。所以，缺乏理想的传承人才成为天台长期发展的“致命伤”，而止观修习的逐步荒废，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还有，台宗在中后期迫于教界内外的严峻形势，不得不偏重于教理方面发展，又使本以教、观自雄的天台沦于平庸，其结果自然是风光不再，老气横秋，难以与禅宗、净土宗之类的欣欣向荣相提并论。
同时，进入唐代之后天台因失去国家统治者的外护而势力大衰，复经残酷的“安史之乱”、“会昌法难”以及浙江农民武装暴动的轮番冲击，还有其他佛教宗派如禅宗、华严宗等的无形挤兑空间。所有这些外部的作用力，都使得天台宗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无法发挥自身优势而获得应有的长足发展，从而被迫长期处于沉寂的状态中。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通过对天台宗衰落原因的探究，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人世间最优秀的精神成果往往只能成为极少数人的“专利”，并被奉为稀缺的“圣物”而受人膜拜，不大可能为一般普通人所真正掌握，并因此而普遍获益。人们乐于接受的，以中等居多，最好不过次优。而且，不独中国如此，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似乎也一再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对于佛教宗派如天台来说，亦不妨作如是观。

� 唐宋时即有人认为台宗是佛教的正统，其中道宣对智顗的评价最高：“亦时禅望，锋辩所指，靡不倒戈；师匠天廷，劳冠朝列，不可轻矣。”（《续高僧传》卷二十一，《高僧传合集》第284页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柳宗元也说：“佛道愈远，异端竟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唐后期岳州圣安寺有无姓和尚法剑，“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其弟子之首曰：怀远师。后来，“居长沙安国寺。”此后则未有闻人。（《全唐文》卷587柳宗元《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铭序》）北宋赞宁也盛赞天台，认为“欲识佛法意者，其唯天台之学乎！”（志磐《佛祖统纪》卷六《四祖天台智者传》，《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186页中） 


� 灌顶《国清百录》卷三，《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809页下-810页中，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印赠本，1989。


� 道宣《续高僧传》卷一九《灌顶传》记载，“自顶受业天台，又禀道衡岳、思、顗三世，宗归莫二。若观若讲，常依《法华》，又讲《涅槃》、《金光明》、《净名》等经，及说圆顿止观、四念等法门，其遍不少。且智者辩才，云行雨施，或同天网，乍拟璎珞。能持能领，唯顶一人。”（《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64页） 


� 从灌顶《涅槃经玄义》的自述来看，他屡遭忧患，不遑宁处，“运丁隋末，寇盗纵横，海闹山喧；无处纸笔，匿影沃州；阴林席箭，推度圣文；衣殚粮尽，亏其次第”。后又卜居安洲，人迹罕至，清苦异常，“菜食水斋，冰床雪被，孤居独处，梦抽思乙”。其艰难困苦之状，不难想见（《涅槃经玄义》卷下，《大正藏》第三十八卷，第14页下-15页上）。


� 据《续高僧传》卷十七载，慧思“常坐综业，日唯一食，不受别供”，而且“性乐苦节，营僧为冬夏供养，不惮劳苦”。更有数度被毒，命如悬丝的说法。而且是经过两辈子的修行努力，终成道业。（《高僧传合集》第2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智顗也是“吾少婴勤苦，备历艰关，游学荆、扬、雍、豫，唯著一衲，三十余年，冬夏不释体。”最终取得五品弟子位（《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798页下）。 


� 道宣《续高僧传》《高僧传合集》第24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


�《金石萃编》卷一0六梁肃《台州隋故智者大师修禅道场碑铭并序》。另外，在《止观统例》中，梁氏也说：“当二威之际，咸授而已，其道不行。”极言天台之衰微。 


� 梁肃《天台止观统例》，“天台藏”第338页，台湾湛然寺印行本，1994。


� 赞宁《高僧传》，《高僧传合集》，第4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


� 赞宁《高僧传》，《高僧传合集》，第452-4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


�《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钱氏》。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三《吴越王传》，《大正藏》第49卷，第394页上。


�针对天台教观与华严思想相混淆的问题，山家派与山外派有过三次大争论：（1）围绕《金光明玄义》广略本展开，中心是“真心观”与“妄心观”；（2）有关《十不二门》的注释，焦点在“别理随缘”与“性具随缘”；（3）围绕《妙宗钞》的教义，争论中心是“约心观佛”与“华严藏尘”。事实上，这三方面的问题在每次论战中均有涉及，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从本质上说，此三方面都有内在的联系，每一问题均不能孤立存在。不过，山家与山外据此各自构成了一套思想体系。 


�《修习止观坐禅法要序》，《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462页上。


�梁肃《天台止观统例》，《删定止观》附录，第339页，“天台藏”，台湾湛然寺印行本，1994。


�五品弟子位，是智顗修行所得的果位。此位为天台圆教“八行位”（五品弟子位、十信位、十住位、十行位、十回向位、十地位、等觉位、妙觉位）之第一位。据智者自述，他与其师慧思所得的“铁轮位”相比，还相差一个阶位。但这是由于自己领众熏修，损己利人造成的，否则，他将必定成佛（《续高僧传》卷一七《智顗传》，《高僧传合集》第246页）。关于“五品弟子位”的详细研究，可参阅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下册第911－1023页（台湾学生书局，1992）。而所谓铁轮位，是指“六轮”之一。六轮说，出自《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上《贤圣学观品》，经中以铁轮、铜轮、银轮、金轮、琉璃轮、摩尼轮分别配于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等菩萨阶位，指菩萨能转动法轮，断除诸阶位之惑障。天台宗取此意而立六轮，并对经意作了修改，增设“铁轮十信位”，删除“妙觉位”，其六轮与六阶位之配如下：（１）铁轮位，即十信位。（２）铜轮位，即十住位。（３）银轮位，即十行位。（４）金轮位，即十回向位。（５）琉璃轮位，即十地位。（６）摩尼轮位，即等觉位。 


�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九《开皇十三年晋王广受菩萨戒与智者大师》条。《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36页中。


�宋代志磐《天台九祖传》卷二记载，唐太宗曾于贞观二十年七月，诏法华智威禅师补四大师朝散大夫；高宗永徽元年六月，诏天宫慧威禅师补四大师朝散大夫。然而，北宋赞宁《高僧传》卷六《智威传》附慧威，并无记载，惟有湛然受皇帝征召而不赴的记录。而作为唐代所有帝王诏令汇编的《唐大诏令集》，亦无此说。故志磐此说的真实性，甚为可疑。


�赞宁《高僧传》卷七《晤恩传》，《高僧传合集》第246-2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140页．中华书局．1982．


�《方等三昧行法序》，《大正藏》第四十六卷，第943页上。


� 据史书记载，黄巢率部南下进入浙江地区，时在唐乾符五年（878）；而北上进入浙江的时间，则在乾符六年（879）。 


�赞宁《高僧传》卷七《藏奂传》，《高僧传合集》第45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


�梁肃《天台止观统例》，《删定止观》附录，第337-338页，“天台藏”，台湾湛然寺印行本，1994。


�苏轼《书<楞伽经>后一首》，《东坡七集》（上）第274页，中华书局年印行本，1964。


� 据《教行录》卷一记载，“师（知礼）年及耳顺，乃谓其徒曰：‘半偈亡躯，一句投火，圣人之心为法如是。吾不能捐舍身命以警发懈怠，胡足言哉？’于是结十僧，修法华忏三年，忏满共焚。”此举引起学士杨亿（974-1020）等人的反对，他致函知礼，提出疑问，并劝其住世弘法。知礼回复作出说明，两人往返书信前后达数十通之多。后知礼的同参遵式也力劝住世说法利生，影响日大，方才唯“忏”不“焚”。宋真宗感念其功德，赐号“法智大师”。 


③ 事实的确如此，如《教行录》卷一《明州延庆院念佛净土跋》记载，“当社普结僧俗男女一万人，毕世称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求生净土。每年二月十五日，于院启建道场，供养三宝斋，设僧田功德，祝延帝寿，福利军民。其建会之法，劝请会首二百一十人，各募四十八人。逐人劝请念佛忏愿历子一道，每日称念佛名一千声，忏障道重罪。发菩提愿，为度众生，取于净土，请画佛数于历子上。至建会日，预斋历子，并备净财四十八文，到院攒录上疏，至日表宣。或入社弟子倾逝者，请劝首继将姓名并其人历子，到院相报，即当告示。在社九百九十九人（疑为‘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之误）各念佛一千声，为彼忏罪，资其愿行，令生净土。又至建会日，令社众念佛，荐其往生。仍请劝首，速募人填补，所冀长结万人，同修净业者。”由此短文可见，对社众产生影响者，主要乃为净土思想，所不同者，惟知礼带领他们而已。


④参阅志磐《佛祖统纪·净土立教志》，《大正藏》第四十九卷，第271页中-281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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